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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多语背景乐队的质性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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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包含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维度，深入探究多语社团的围观语言政策规划与协商过程可

从微观视角指出“语言问题”并对语言多样性治理提供参考。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某多语背景乐队

的语言生活场景进行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与深度访谈，通过对该多语社团的语言实践及意识形态的动态变化过程

进行描述与呈现，折射出其语言生活中的语言规划及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研究发现：在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

政策协商过程中，语言政策仲裁人（language policy arbiter）影响较大；在协商过程中，社团各成员以演进式的

社会学习方式，进行不同的语言选择以构建空间语库，完成语言社会化过程并适应社团多语生活；经此所构建的

多语社团空间语库并非单语或多语简单结合，而是呈现出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其超语实践表现出“音乐

语言+身势语+碎片化多语+单语”的多模态多元性质，随着话语空间的不同，多种模态的多元组合策略也不尽相

同。本文提出，针对多语社团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应建立在对实际的话语空间为考量的基础上进行；鼓励并协助多

语社团成员灵活运用多模态多元话语组合方式构建空间语库可有效帮助多语社团成员适应多语生活。本文为多语

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语规划研究提供了较为新颖的实证性案例参考，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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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macro, meso and micro. To explore the 

language policy planning and negotiation process of multilingual community can elicit “language issue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ance of language diversely. This study conducts a one-year qualitative 

follow-up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on the Language Life of a multilingual background band in China. Through 

describing and presenting the language practice and dynamic ideological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multilingual 

community, the study reflects the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negotiation process in its Language Life in a micro scop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Language policy arbiter has a greater imp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micro languag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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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and negotiation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negotiation,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make different linguistic choices in an evolutionary way of social learning to construct a situational corpus,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socialization and adapt to the multilingu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The corpus they constructed is not 

a simple monolingualism or multilingualism, but a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 The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 shows a 

multimodal and multilingual nature in a way of “musical terms + body language + fragmented multilingualism + 

monolingualism”. With different of discourse environments, the strategies of multimodal combination are varied.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for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ual discourse environments, and that encouraging and assisting members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to construct 

multimodal and multilingual discourse and situational corpus flexibly can effectively help members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adapt to their multilingual life.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and empirical case study for the micro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of multilingual societies, which can have some enlightenment. 

Keywords: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Micro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Translanguaging 

 

1 引言 

语言政策与规划是理论性和政策性极强的学科，属

于社会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Haugen [1]在

研究语言规范化问题中首次将语言规划定义为：“为了

指导非同质言语社区中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应用而准备

的，规范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此后，Haugen 

[2]将语言规划进一步定义为对语言变化的评价，是言语

社区建立目标、政策和过程的活动。Tauli [3]指出语言

规划是调节和改善现有语言或创造新的区域性、全国性

和国际性语言的活动，涉及语言的口头和书面形式的各

个层面。Cooper 在 1989 年提出语言规划行为的分析模

式[4]，认为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去分析语言规划活动：

谁是规划的制订者？针对什么行为？针对哪些人？要

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在什么条件下？用什

么方式？通过什么决策过程？效果如何？当然，也有学

者认为要理解语言规划的总体影响不能仅考虑这些关

系，也应从语言规划的受众角度来分析问题也应该考虑

以下因素：谁接受规划规定？接受什么规划规定？从哪

儿接受规划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接受规划规定？Grin[5]

从多样性视角指出所有“语言问题”的共同核心是多样性，

因此语言政策的根本任务是多样性的管理。解决语言问

题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首要目标。 

目前学界广泛认可语言政策与规划包括三个维度，

即宏观（macro）、中观（meso）和微观（micro）[6]。

宏观纬度通常指宏观层面、大范围的国家或政体的语言

政策与规划，它通常由政府部门执行，意在影响整个政

体社会内的话语方式和文化实践活动。中观维度着力于

语言的保持、维护与复兴，是要对这些语言的保护和复

兴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规划和政策。它包括进行可持续发

展的语言生态批评、保护小语种的规划和措施、复兴小

语种的政策、语言环境的研究、中介语交际的研究、传

播小语种的研究以及中观语言规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从微观视角出发，具体研究家庭、

学校、生产制造部门、管理部门、执法机构、销售与服

务业、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结构众多行业中的语言政策与

规划。微观语言规划是语言规划实践小型化、个体化和

地方化发展趋势的主要表现形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Kaplan 首次展开了微观规划实践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

成果[6]。在我国关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方面，有的

学者从国家安全角度进行的研究[7, 8];有的从事语言教

育政策的国别比较研究[9, 10];有的从事语言规划的国

际化趋势研究[11, 12]。鲜见详细探索微观语言政策与规

划的研究，从微观语言政策角度对我国多语社团进行实

证性考察的研究更为鲜见。 

通常，在多语社团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

共同语“lingua franca”进行交际。但当在这个交际社团

之中存在多于一种的共同语言，多语现象便会使多语

社团的语言政策产生动态协商。在多语现象的语言交

流中，语言的符号功能之外蕴含除现实交际目的之外

的多种因素，多语社团中的语言政策及其影响下的交

际模式也不仅限于向强势语言趋同的模式，也不可避

免地会面对多语选择的矛盾。这种多语现象以及其情

境下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是影响社团内部交际的重要

因素，多语现象可能会为交际提供便利也有可能引起

矛盾。而这种协商过程可以通过具体情况进行描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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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本文以微观语言政策的相关理论引入，采用质

性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某多语背景乐队的排练及生

活场景进行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与深度访谈，通过对

该多语社团的语言实践及意识形态的动态变化过程进

行描述与呈现，折射出其语言生活中的微观语言政策

协商与规划过程。 

2 研究设计 

质性研究主要就某一个研究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

探讨，不可能也不需要进行随机抽样，样本一般比较

小[13, 14]。在研究目标上，量化研究注重预测控制，

质性研究注重对意义的理解；在研究对象上，量化研

究强调事实的客观实在性，而质性研究强调对象的主

观意向性；在研究方法上，量化研究注重经验证实，

而质性研究注重解释建构[15]。鉴于此，本研究选择以

质性个案研究方法对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

程进行深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本研究中的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具有哪

些特征？ 

（2）多语社团的成员如何构建自己的学习方式以

适应微观语言政策？ 

（3）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主要受哪些因

素影响？ 

2.1 进场细节及研究对象 

本研究首先通过问卷对全国 30 支多语背景乐队进

行了基本情况调查。再根据调查情况，通过典型个案

抽样及便利抽样的方式选出 5 支乐队共计 30 人进行焦

点小组座谈。在焦点小组座谈的过程中，有 1 支乐队

全体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深度访谈，2 支乐队中各 2 名

成员因隐私考虑及时间原因不愿接受深度访谈。经研

究者与其反复协商并详细说明研究伦理事宜，这 3 支

乐队中的 1 支乐队表示愿意继续配合研究。对另外 2

支不愿意参与研究的乐队，研究者选择尊重其意愿并

表示了感谢。研究者综合典型个案抽样和便利性抽样

的原则，最终确定 1 支乐队（含研究对象 7 人）作为

观察及深度访谈对象。 

表 1 研究对象信息如下（化名） 

姓名 Gibson Fender Paul Ibanez Epiphone Gretsch Suhr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35 岁 28 岁 36 岁 30 29 33 25 

国籍 法国 中国 俄罗斯 美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学历 硕士 学士 硕士 学士 硕士 博士 学士 

母语 法语、意大利语 汉语 俄语 英语 汉语 汉语 汉语 

外语 英语、汉语 英语 英语、汉语 汉语、西班牙语 英语 英语、俄语 英语 

外语

水平 

汉英语可日常交

流 

英语只掌握基础

词汇 

汉英语可日

常交流 

汉语西班牙语

可日常交流 
英语 CET4 

英语 TEM8、俄语

可简单交流 

英语只掌握

基础词汇 

职责 鼓手 吉他 小号 萨克斯 贝司/队长 吉他/主唱 主唱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为期 5 个月（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9 月），

研究者结合观察、文本以及访谈数据作为三角互证。

经研究对象允许，本着受访者情绪、配合度稳定以及

数据饱和的原则，研究者针对每位研究对象进行了 10

次日常排练观察，3 次演出全程观察、4 次聚会观察以

及 4 次半结构式访谈。研究期间无异常情况导致本研

究中断。所有访谈均采取面对面的形式进行并录音。

访谈前向受访者介绍研究的目的、保密性和录音事项，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后对受访者表示感谢并赠予

小礼物，同时将访谈录音拷贝给受访者。兼顾访谈过

程中受访者的观点、陈述及情绪变化，研究者将访谈

录音转写成文字，再交 2 名同行及受访者本人进行详

细核对以保证转写的完整性与正确性。此外，研究者

反复对比已有数据，针对研究需要安排追踪访谈，直

至理论性饱和，开始出现资料重复为止，并最终对得

到的所有数据进行编号和整合。 

表 2 数据收集来源概览 

数据来源 描述 

观察 观察其日常排练、演出及聚会等语言生活场景 

日志 分析受访者的网络日志、朋友圈、微博等 

半结构式访谈 制作访谈提纲、录音并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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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分析 

研究者对整合后的数据进行系统、深入的交叉比

对，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开放式编码、类属编码和主

轴编码的过程对资料进行数据编码及分析[14, 16]。第

一步：根据数据中信息的共现频次，将所有数据分为

多个主题；第二步：对每一主题内所有意义单位进行

一、二级编码以分出类属；第三步：进一步挖掘访谈

文本和一、二级编码之间的关联性和衔接性，进行三

级编码。研究者在整个过程中不断与研究对象共同探

讨协商，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最后邀请有关专家及

受访者对编码结果进行确认以保持客观性，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修改完善编码方案。 

表 3 主题 1 编码示例（仅列举部分） 

码号 意义单位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RZFD003 Gretsch 做主就可以 乐队事务 语言政策 语言仲裁人产生 

FTFD003 音乐创作方面是他主导 作曲编曲 影响政策因素 语言仲裁人影响 

FTGS002 英语大多数时候效率高 互相交流 语种选择 外语能力影响 

FTGS003 我会记下他们特有的表达 互相交流 特殊表达 社团空间语库构建 

FTPA017 团队没有人会俄语 互相交流 语种选择 社团空间语库构建 

注：RZ、FT 代指日志、访谈；FD、GS、PA 代指 Fender、Gibson、Paul 等研究对象；数字为具体码号 

3 研究发现 

通过对数据的梳理及综合分析，本研究发现，该

多语社团的语言实践及意识形态主要呈现出如下动态

演进过程： 

3.1 嬗变——语言政策仲裁人的产生：

“我们不怎么需要说” 

在研究对象的日常排练与沟通交流中，最开始是

以中文来进行的。中文为主要沟通语言，英文作为辅

助交流之用。但随着交流的推进与深入，在数次排练

与聚会之后，该多语社团的日常交流开始向使用英文

倾斜，中文使用比例逐渐降低。多语社团的主要沟通

语言演变成英语，中文变为辅助交流之用。在几位研

究对象的访谈资料对该语言选择转变的描述中，都提

到了关键人物 Gretsch 的作用。在该多语社团的微观语

言政策协商过程中，多是 Gretsch 致使社团的微观语言

政策发生改变。 

“一开始我用中文，后来 Gretsch 用英文比较多，就

顺着来了。”（Paul 访谈录） 

“Gretsch 在音乐创作方面是主导，所以他用什么语

言沟通大家就用什么语言沟通。”（Epiphone 访谈

录） 

“Gretsch 做主就可以啦，我们不怎么需要说，明白

在说什么就行。”（Fender 访谈录） 

“音乐上我一般不提供意见，所以需要交流的时候不

多，更多的时候听他们说，我做就行。”（Suhr 访

谈录） 

“我确实是说得最多的，虽然 Epiphone 是队长，但

创作上我占的比例重一点，我英文也是最好的，我

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去说吧。”（Gretsch 访谈录） 

3.2 推进——团队外语能力偏向：“用英

语交流效率比较高” 

通过进一步的交流与协商，研究对象所处多语社

团的语言选择依然呈现摇摆态势，但英语作为主要沟

通媒介的核心语言选择未发生改变。访谈数据显示，

除上文提及的语言政策仲裁人的影响，英语所带来的

交流效率以及团队成员的沟通欲望与需求，成为维系

英文作为主要沟通媒介的主要因素。 

“Gretsch 英文水平挺好，大多数成员多少都能明白

英文，用英文交流效率比较高。”（Paul 访谈录） 

“我虽然英语一般，多少还是学过的，结合说话时候

的情形，能差不多明白。”（Fender 访谈录） 

“以前有用汉语比较多啊，Gibson 还好，Paul 交流

起来就困难了，用英语大家反应会快一点。”（Suhr

访谈录） 

“大家排练时交流的多是音乐上的问题，说实话用中

文并没有太大优势，几个老外懂一些中文，但是音

乐上的术语基本都不了解。”（Epiphone 访谈录） 

“英语毕竟是我的母语，比起中文效率肯定是高点。”

（Ibanez 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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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发展——多语社团空间语库构建：

“比划一下，哼出来，不一定都用 

英文” 

在更进一步的言语实践中，研究对象所处多语社

团的语言选择开始趋于稳定。但囿于社团本身的多语

特性以及社团成员各自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背景的差异，

该多语社团开始形成自己独有的空间语库。这种空间

语库并非单语或多语简单结合，而是呈现出超语实践

（translanguaging）[17, 18]特征；其超语实践表现出“音

乐语言+身势语+碎片化多语+单语”的多模态多元性质。

同时，随着话语空间的不同（单对单交流、小组交流、

整体交流、排练交流、日常交流等），多种模态的多元

组合策略也不尽相同。 

“需要帮忙我会上，不过很多都是没按语法规则说，

Gretsch 懂了会帮忙解释”（Epiphone 访谈录） 

“到后来英文中文还有比划都上啦，毕竟用语言解释

一堆还不如直接比划一下。”（Fender 访谈录） 

“鼓上面的东西，用语言描述有时候还不如用拟声的

方法，一个节奏用语言描述可能要好几分钟，拟声

一下，咚次哒次咚咚哒次，大家就都明白了。”

（Gibson 访谈录） 

“和鼓一样，发展到最后，每个乐器都发展出自己的

描述体系了，有的拟声，有的是用指代。比如我常

用 slow down表示从同样速度的16分音符变成8分

音符，而并不是真的要大家降低速度，大家也都明

白。”（Gretsch 访谈录） 

“我们反正就是杂七杂八的语言和方言一起，加上互

相比划，有时候还创造词汇来指代常用的一些节奏

型或者是音乐要求，这样大家也不在意自己语法对

不对，一开始入队的时候感觉比较困惑，不过到最

后熟悉了感觉更方便打开来交流。”（Suhr 访谈录） 

4 讨论 

数据表明，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以“嬗变

—推进—发展”的整体步骤，从单纯的语码转换及简单

的语言选择，逐渐发展出自己所特有的空间语库，到

最后呈现出超语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多语社团的成

员通过碎片化语言使用、身势语辅助、拟声表达、隐

喻借代等策略来完成自己在社团中的交流并对自身在

社团中的角色进行确立。下面本研究将基于研究数据，

从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中所体现出的特点以

及针对多语社团语言规划应注意的问题展开讨论。 

4.1 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 

多语社团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多语选择的矛盾。从

宏观上来说，有些语言选择可以通过政治、经济等因

素进行解释。然而语言的选择在多语社团成员构建其

身份、实现角色需求、完成既定交际目的方面却带来

了新的交际矛盾，这是上述因素无法解释的。多语者

的语言选择取决于交际者，角色关系，交际域，主题，

地点，交际渠道，交际类型，交际功能等因素。而多

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呈协商演进态势，由多语社团

成员共同促成。整体来说，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

协商呈现出以下特点与发展模式： 

4.1.1 “自我异化-团体趋同”模式 

就如人们在同儿童交际的时候倾向于使用语法结

构简单的句子，在同非母语者交谈时会放慢语速一样。

说话者出于对交流效率的要求，会试图将自己的语言

趋同于听话者，以尽量使自己的话语空间与听话者的

话语空间交叠，减少交际障碍。在多语社区中，多语

者会异化自己原有的交际模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选择“lingua franca”进行交际。这时的“lingua franca”对

与社团大多数成员来说，可能都是外语。这时的“lingua 

franca”起到试探的作用。而随着交流的深入，多语社

团的语言政策开始经历不断的协商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之前的自我异化开始向团体趋同演进。从本质上

来说，团体趋同是自我异化的目的。在这个阶段，社

团各成员不仅尝试使用非母语语码与他人进行沟通，

还会采纳他人提出的自己所不熟悉的语码，扩充自身

的空间语库已获得更好的交流效率。 

4.1.2 语言仲裁人的产生及影响 

在访谈资料中，我们可以梳理出 Gretsch 作为关键

人物对该多语社团语言选择与语言政策的影响。在该

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中，Gretsch 因在音

乐与语言上均占据优势，同时因为是主要创作人员，

有更迫切的交流需求以及更大的交流量，因此逐渐成

为语言政策仲裁人（language policy arbiter）[19]。而这

种语言仲裁人的身份使得Gretsch在社团中拥有优先权

利来创造、诠释并实施语言选择与语言政策，从而致

使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发生改变。Gretsch 在音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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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语言能力、学历以及社团地位上的多重优势成

为了社团成员所要面对的现实压力（local pressures），

使得他们成为了社团语言政策的接收者与执行者。 

4.1.3 多语社团的空间语库构建与超语实践 

在本研究中，多语社团中交际者最初使用的策略

是语码转换。语码转换指人们交际的时候，由一种语

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20]。广义的语码转换包括

方言，语体，语域的转换。根据不同的情绪以及交际

目的，社团成员采用不同的语码对自己进行表达。多

语社团的语言选择经过摇摆之后，维持在了一定的模

式之下。但本研究中的社团中大多数人都会充当二语

使用者的角色（无论是相对于汉语或者英语而言），同

时该社团交流的内容有着较高的专业性、抽象性以及

即时性的要求，对语言水平要求较高。因此，在最初

的语码转换以及多语现象之后，多语社团开始形成自

己独有的空间语库。这种空间语库并非单语或多语简

单结合，而是呈现出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特征，

超语现象是多语使用者综合其所有语言及符号系统为

一个整体交流体系的语言现象[17, 21]。其超语实践表

现出“语言+音乐表达+副语言+碎片化多语混合”的多

模多元性质。同时，随着话语空间的不同（单对单交

流、小组交流、整体交流、排练交流、日常交流等），

多种模态的多元组合策略也不尽相同。 

4.2 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规划 

上文讨论了多语社团的语言选择及其语言政策协

商模式以及主要受到的影响。而通过对本研究中多语

社团的观察与访谈，我们也发现了该多语社团交流中

所出现的一些问题：首先是语言仲裁人的个体特质对

社团语言政策的影响。语言选择及空间语库构建模式

相对较随意，没有系统性，难以对社团每个人的交流

效率都起到促进的作用。社团其他成员服从于语言仲

裁人的话语权利及语言权利从而被动学习，参与语言

政策协商的主动性与能动性都在降低。语言仲裁人在

专业性话语权上的独裁造成其语言选择上的独裁。其

次是社团空间语库语及超语现象的排他性与无规律性。

空间语库对社团身份的构建以及社团成员亲密度的促

进，但同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新成员加入的时候会

面临很大的困惑与失落感。在针对该多语社团的观察

中我们还发现，其社团空间语库的构建及超语现象呈

现出较大的无规律性，其规则与使用都具有很大的场

景依赖性，这就导致了其学习曲线较陡，新成员加入

时会有较明显的适应困难。 

综上所述，英语使用的非本族化（nonnativisation），

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出现的新趋势，也是英语作为

国际通用语研究的新热点[22]。多元化的语言语用及社

交语用现象，体现出超越英语本族语标准的趋势。非

英语本族语社团在多人交际中对形式与所指意义会进

行互动协商和协同构建，并进一步形成其特有的空间

语库。这种动态的协商与协同构建，有利于推进言语

交际并实现相互理解。具有不同母语而缺少共有背景

或互知的交际者之间除了基本的英语语言能力之外，

其相互协同及策略选择显得格外重要；社团内成员在

不断提升沟通效率的同时，也在进一步通过超语现象

以及社团空间语库建构起术语该社团的共有背景以及

互知。在交际中创造性地进行“语言+音乐表达+副语言

+碎片化多语混合”的多模多元超语实践，不但未影响

交际，反而对交际有较大促进。语言使用不单是语言

知识的运用及信息传递的过程，除语言知识及语言能

力外，还涉及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非语言语境因素

和语用能力。语言研究不应再只关注语言形式、语义

组合及英美文化下的语用标准，而应重视全球化和多

元化背景下语言使用的语用维度和语用特征，重视多

元化的语用知识、语用能力、语境制约、人际效果等

语用表现，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和阐释语言使

用的真实性，才能真正深入了解语言多元化

（multilingualism）和社交语用多元化（multiculturalism）

背景下的语言选择与使用。 

在本研究中，语言作为社团交际的工具，其选择

与变化取决于社团对语言的实际需要和社团语言状况。

在民族多样化及经济合作交流全球化的背景下，本研

究中所呈现出的语言现象有可能延续发展。全球化是

一个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技术、文化等多方面整

合、同化和异化并生的复杂过程，其伴随状态是多元

和混杂模式[23, 24]。在语言层面上，由于资源、人口

处于移动状态，语言接触更加频繁，言语社团或社区

的地理边界被模糊化，传统概念中的单一、同质化的

言语社团或社区日见其少，取而代之的是多维、开放

的多语社团或社区。在这种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

不同的语言价值重组，流动性各异，多语现象日趋普

遍。因此，我们有必要用动态视角审视新型多语现象。

针对多语社团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应建立在对实际的话

语空间为考量的基础上进行，应鼓励并协助多语社团

成员灵活运用多模态多元话语组合方式构建空间语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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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帮助多语社团成员适应多语生活。 

5 结语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某多语背景

乐队的排练及生活场景进行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与深

度访谈，通过对该多语社团的语言实践及意识形态的

动态变化过程进行描述与呈现，折射出其语言生活中

的语言规划及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研究发现：在

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中，语言政策仲裁

人的影响较大；但在协商过程中，社团各成员以演进

式的社会学习方式，进行不同的语言选择以构建空间

语库，完成语言社会化过程并适应社团多语生活；经

此所构建的多语社团空间语库并非单语或多语简单结

合，而是呈现出超语实践；其超语实践表现出“音乐语

言+身势语+碎片化多语+单语”的多模态多元性质，随

着话语空间的不同，多种模态的多元组合策略也不尽

相同。本文提出，针对多语社团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应

建立在对实际的话语空间为考量的基础上进行；鼓励

并协助多语社团成员灵活运用多模态多元话语组合方

式构建空间语库可有效帮助多语社团成员适应多语生

活。 

本文为多语社团的微观语言政策语规划研究提供

了较为新颖的实证性案例参考，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作

用。同时由于研究方法以及关注角度的不同，也不可

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

其他研究方法获取数据进行互证；也可以从不同的多

语社团入手，进一步探究其微观语言政策协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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